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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作为人的自由与本质
———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马克思的发展变革

李科政

  摘要:实践哲学在其发展史中有着一以贯之的论证框架,并且表现为一个“实践-自由-本质”的三一结构。

其中,实践作为以自身为目的的人类活动,与人的自由、人的本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叙述、相互证成的概念体系。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为这种三一结构的论证框架奠定了基础,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则将其发展得更加成

熟。马克思在实践哲学领域提出了诸多变革,他彻底扬弃了以“道德”为中心的实践哲学,发展出了一种以“劳动”

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但是,马克思的实践学说依旧遵循了“实践-自由-本质”的论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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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门类,实践哲学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节点上、在众多独具风格的哲学家笔下,常常

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历史性的纵向比较常常给人一种误导性的印象:那些伟大历史人物的实践哲学在

内容上仿佛是毫不相干的。除了共享“实践哲学”这一相同的名称,以及把“实践”当作共同的研究对象之外,
他们的观点与论证似乎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由于缺乏足够深入的反思,单从历史

文本的表面叙述出发,那些伟人们甚至连“实践”为何物都远没有达成共识。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至少不是全部事实。深入的考察告诉我们,那些真正富有洞见的实践哲学,无论它

们在细节上表现出何种难以调和的差异,“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始终都与人的自由和本质密切相关。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根本就是一回事。在几乎所有成体系的实践哲学中,“实践”“自由”与“本质”都构成了一

个相互叙述、相互证成的概念体系,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论证框架,并且在该学科的发展史中得到了始

终如一的贯彻。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这一论证框架就已基本成型,并且在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学

者那里发展得更加成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代表了该学科的一次重大变革,但他的学说依旧遵循了这一古

老的论证框架。
一 亚里士多德的奠基

西文中的“实践(practice)”和“实践的(practical)”都直接来自拉丁文,但它们的根源是古希腊文中的

Praxis(πρãξις)和praktikos(πρāκτικ􀆩ς)。Praxis(πρãξις)是动词prassein(πρā'σσειν)的名词形式,praktikos

(πρāκτικ􀆩ς)是它的形容词形式。prassein(πρā'σσειν)的意思是“去做”或“行动”,因此,Praxis(πρãξις)无非就

是“做”或“行动”,praktikos(πρāκτικóς)也无非就是“关乎行动的”。因此,古希腊语中的“实践”和“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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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差别不大。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所讨论的“实践”,却是一个相对狭义

的概念,它排除了同样“关乎行动”的“创制(poiesis;ποι'ησις)”。
实践与创制的区分。根据《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区分,创制的理智品质是“技术(Techne;τε'χνη)”,实践

的理智品质是“明智(phronises;φρóνησις;实践智慧)”。创制的目的是要生成一个东西,而“审视某种可能生

成的东西怎样生成”是“进行技术的思考”,因此,“技术就是具有一种真正理性的创制品质”①。相反,实践的

目的并不是任何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说:“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②也就是说,如果“实
践”的意思无非就是“做”或“行动”,那么,实践的目的就是“做得好”或“善的行动”。因此,实践的理智品质同

“人的善和恶”有关,是“善于考虑对自身善以及有益之事”③,即“明智(实践智慧)”。而且,亚里士多德还强

调,这里所说的“有益”,无关乎一种技术的目的(即为了生成某物),而是“对于整个生活有益”④。例如,一个

明智的人(伯里克利)“善于治理家庭、治理城邦”,从而使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得到益处。从上述(及其他)相关

论述中,可以总结出两个要点:(1)尽管同样是行动,创制以自身以外的其他某物为目的,实践则以其自身的

良善为目的;(2)尽管同样是理智的品质,技术是关乎“如何生成某物”的理智知识,明智则是关乎“如何善地

行动”的理智知识。
实践与道德行动的关系。就本文的意图而言,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似乎把实践等同于道德能力,把

创制本身———而不是在同一个善的或恶的目的的关系中的创制———看作道德上中立的。我们知道,亚里士

多德明确区分了“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并且把“明智”与“技术”都算作后者,而不是前者。但是,他也强

调说:“伦理德性既然是种选择性的品质,而选择是一种经过思考的欲望。”⑤因此,伦理德性必须接受理性的

指导,更具体地说,是要接受理性中“推理的”部分(推理能力)的指导⑥———节制、勇敢、公正等伦理德性,若
不是在实践和创制的指导之下,若无明智和技术的德性,就无法得到培养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实

践的还是创制的理智德性,都适于指导道德行动。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实践直接地与道德行动有关,创
制则仅仅间接地、作为手段与道德目的有关,并且也可以如此与非道德的、不道德的目的有关。因此,真正说

来,唯有实践才是理性中的道德推理能力,也唯有道德理性才是真正实践的理性。⑧ 当然,必须承认,这种从

道德相关性的角度对实践与创制的区分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并不是十分明显,但它将在后世的实践哲学

中,尤其是康德的伦理学中,得到更丰富的发展。
实践与人的自由相关。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把实践与人的自由相关联,尽

管他对自由的讨论还停留在“自愿(ε'κου'σιος;hekousios)”的层面。在他看来:“对于那些自愿的行为就赞扬和

责备,对那些非自愿的就宽恕,有时候甚至怜悯。”⑨从这句话中,可以发现两个要点:(1)行为的道德性必须

从动机的方面来考察;(2)道德归责的标准是行为者的“自愿”,也就是说,道德评价预设了行动者的自由。而

且,亚里士多德还指出,“非自愿行为的产生,有时是由于强制,有时是由于无知”􀃊􀁉􀁒,这也就为非自愿行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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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1140a)。本文在引用亚里士多德著作时,除了标明中译本

页码外,还依据学界惯例标明贝克尔边码。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25页(1140b)。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24页(1140a)。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24页(1140a)。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21页(1139a)。
实践的理性并非“知道某物是什么”的能力,后者在近代学者那里被称为知性。一般而言的实践理性是这样一种能力,它在已知的多个知性

命题之间做出推理,并最终得出一个“我应当如何行动”的结论命题。近期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对《尼格马科伦理学》中的实践推理形式的细

节性讨论,可参见:朱清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再思考》,《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3期。囿于篇幅,本文不再多加论述。
对于这个问题,廖申白教授曾指出,有德之人的感情与理智具有良好的关系,即感情“听从”理智,并合力使行为的欲望受到实践理智的调整。
因此,他强调,(伦理的)德性是需要通过“实践的努力”才能获得的。参见:廖申白《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基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

的观点的一种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11页。
更为深入的研究与论证,可参见:聂敏里《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世界哲学》2015第1期,第85-100页。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44页(1109b)。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44页(1109b)。



道德上的不可归责性做出了解释。相应地,“自愿行为”应当是那些无强制的、有意识的(明知的)行为,因此,
行为者本身必须看作行为的原因,从而应当承担道德上的责任。但是,仅仅这种程度上的自由———自由地欲

求和抉择———对于解释行动的道德性与可归责性来说是十分薄弱的。例如,黄裕生教授就曾质疑:人的意志

是否足以抵抗任何强制? 如果不能,则行动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愿;如果能,“强制”就不足以成为推卸道德责

任的理由①。当然,亚里士多德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对于道德实践与“自愿”的关系,直到奥古斯丁那里才变

得昭然若揭②。无论如何,为了这一意图,除了这种单纯“自愿”或者“自由决断”层面的自由之外,还必须寻

求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
实践与人的本质相关。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对人的本质的确切定义,但他在《尼各马

科伦理学》中的一个说法,即人有别于植物、动物的特殊性在于其“有理性(逻各斯)部分的活动”③,有助于我

们解决这个问题。正是依据这一说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说法———例如,“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④,以及

“对每一事物是本的东西,自然就是最强大、最使其快乐的东西。对人来说这就是合于理智的生命”⑤———人

们通常都推定,亚里士多德把理性看作人的本质。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实践就必须是人的本质性活动。
正如前文所言,伦理德性必须接受理性的指导:“明智原则本乎伦理德性,而伦理德性以明智为准绳”⑥。这

意味着,明智的行动,亦即有德的行动实践地体现出人的理性本质。当然,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把实践看作

理性本质的最高体现。事实上,他推崇理论思辨甚于实践,思辨的生活是他心目中最高的幸福:“只有这种活

动(思辨活动)才可以说由于自身被热爱……从这种活动中什么也不生成。而从实践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

总要得到另外的东西。”⑦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毕竟把实践与人的本质关联起来了。而且,这种关联有助于

为实践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实践与人的自由的关系提供证成。
总结起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提供了一个“实践-自由-本质”的“三位一体”框架。在其中,“实践”

“自由”与“本质”有一种相互叙述、相互证成的系统联系。简单来说:实践(狭义的实践)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人

类活动,这种活动关乎人的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是出自自由的行动,唯有自由的行动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从
而是实践的;实践是出自理性的活动,理性是人的本性,理性本性在自由的实践中得到现实体现。正如前文

所言,这一框架在后世的实践哲学中得到了贯彻,并且发展得更加成熟。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康德的实践哲

学。
二 康德的发展

康德主要在广义上使用“实践”一词,但狭义的实践观念在他那里发展得更为彻底。实践与创制的区分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表现为“定言命令式与假言命令式”,以及“纯粹实践理性与经

验实践理性”。而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才更为明确地区分了“道德实践”与“技术实践”。在他看来,前者

是“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从而完全独立地构成了实践哲学;后者则是“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从而“必须只

被作算理论哲学的补充”⑧。因此,对于康德来说,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是一回事。而且,这一点唯有在他对

人的自由与本质的讨论中,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
自由的两个层次。谈及康德的自由观,很难不与奥古斯丁联系起来,后者在其著作中引入了一种古希腊

人不曾明确意识到的、更高层次的自由观念。在基督教的语境中,他区分了两种状态下人的自由。(1)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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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论亚里士多德的“自愿理论”及其困境———康德哲学视野下的一个审视》,《浙江学刊》2017年第6期,第96页。
张荣《奥古斯丁对古希腊自由观的终结及其效应———兼谈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奠基之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8期,第

62-63页。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4页(1098a)。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980a)。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228页(1178a)。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229页(1178a)。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227页(1177b)。
康德《判断力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6:171-172)。本文在引用康德著作时,除了标明中译

本页码外,还依据学界惯例标明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版的卷号与页码。



中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下,自由表现为人对种种低等善(善的事物)的意欲和选择,但他无法超越这些低级

善,从而不可避免将遭受永死的惩罚。(2)元祖犯罪前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下,人并不必然屈从于低等善,而
是有能力自由地意愿高等善(作为至善的上帝),从而有能力自由地赢得永生的奖赏①。依照康德的术语,这
两种自由大致上就相当于“实践的自由”与“先验的自由”。其中,实践的自由是任性(Willkür)的自由②,是
自由任性(arbitriumliberum)的属性,具体表现为“不被感性冲动强制、能在不同可能性间作出选择的能

力”③,并且因此有别于动物性的任性(arbitriumbrutum)④。相应地,先验的自由是意志(Wille)的自由,它
消极地表现为意志“能够不依赖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积极地表现为“意志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

法则”⑤,亦即意志的自律(自治;Autonomie)。换句话说,这种自由就是意志完全独立于自然的必然性。
实践与先验的自由。先验自由的观念意义重大。首先,正如康德所言,实践的自由可以从经验中得到证

实,但倘若没有一种先验的自由,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实践的自由,它是实践的自由得以可能的条件⑥。实践

的自由之为“实践的”,是因为理性在任性中并非无所作为。但如果一切行动都仅仅是由任性所规定的,加之

任性本身的规定根据总归是一个自然概念(偏好的一个对象),那么,它们在根本上就仍然只是依据自然法则

发生的,同自然中的其他运动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正如前文所言,实践的自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自
愿”)不足以解释行动的道德性。如果一切行动都只是自然运动的结果,那它们就毫无道德性可言。这意味

着,规定道德行动的意志(作为行动的原因)必须自身就是一个独立于自然的原因。因此,道德现象本身就昭

示了先验自由的客观实在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把道德法则说成是自由的ratiocognoscendi(认识根

据),把自由说成是道德法则ratioessendi(存在根据)⑦。因此,在康德看来,唯有在道德行动中才能发现一

种彻底的自发性,使之作为真正实践的东西同自然的运动区别开来。
实践与人的理性本质。在康德那里,实践不仅同人的本质相关,并且实际上等同于人的本质。同以往的

哲学家一样,康德把人看作理性的存在者,并且频频使用“理性本性(vernünftigeNatur)”这一术语。而且,
他在考察人的理性本性时,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视角,把“理性”看作一种活动着的、活生生的本性,
看作人现实存在的方式。例如,在与自然事物的比较中,康德把理性存在者的独有特征描述为,“具有按照法

则的表象亦即按照原则来行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一个意志”⑧。然后,通过对两种自由的澄清,明确了唯有

以理性自身为根据(目的)的意志、亦即自我立法的意志才是真正实践的意志。他又进一步指出,“有理性的

本性作为目的自身而实存”⑨,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因此,在康德那里,实
践与人的理性本质上是一回事:实践无非就是理性特有的活动,也是其特有的存在方式,若非通过实践来展

示自身,理性就还不是现实的———它要么被设想为依旧停留在一种假定的潜能之中,要么就根本不存在。
道德实践的困境。对于康德来说,道德实践就是理性本性的自我实现。但他承认,人同时是感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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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成官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康德著作中的“意志(Wille)”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意志是指仅仅为理性自身所规定的意志,也就是道德意志,它是一个相对于“任性

(Willkür)”的概念,后者是为感性的动机所规定的意志;广义的意志则同时包括狭义的意志与任性。在奥古斯丁那里,原罪中的人的意志就

对应于康德的任性,因为前者是指那种必然地为感性动机所规定的意志。同样,元祖犯罪前的意志,如果是一个追求低级善的意志,也相当

于康德的任性;但如果它是一个追求高级善的意志,则相当于康德的狭义的意志。
吕超《人类自由作为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存在论结构———对康德自由概念的存在论解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90页。
动物也有任性,但与人的任性殊为不同。康德指出:“任性就它以生理变异的方式(由于感性的动因)受到刺激而言,是感性的;如果它能够以

生理变异的方式被必然化,它就叫做动物性的(arbitriumbrutum[动物性的任性])。人的任性虽然是一种arbitriumsensitivum [感性的任

性],但却不是brutum[动物性的],而是liberum[自由的],因为感性并不使其行为成为必然的,相反,人固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

自行决定自己的能力。”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页(B562)。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4:44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第384页(B56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脚注①。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第30页(4:412)。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第49页(4:429)。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第52页(4:431)。



者,受制于种种自然偏好,从而不仅有可能、而且时常把偏好的动机置于道德的动机之上①。在康德看来,这
种“动机的颠倒”并非源自人类存在者的一种“生而俱有的”禀赋(Anlage),而是源自一种“自己招致的”倾向

(Hang),“因为这种倾向存在于任意性意志的违背法则的准则中,而准则都是出自自由意志的”②。这大致

就是康德的“根本恶”思想。根据他的解释,人只要同时是理性的和感性的,“动机的颠倒”在任何时候都是可

能的,根本恶是“不能借助于人力铲除的”③,人根本无法一劳永逸地战胜恶的倾向,达到道德上的完善。也

就是说,人(至少就作为个体的人而言)在今生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道德上的完善,更遑论要求“德福一致”的
至善。这是一个令人尴尬和悲哀的困境,康德把它叫作“实践理性的二论背反”④。而且,他没能为此找到别

的出路,只能请上帝施以援手,把“更高的救赎”交托给神恩⑤。正因为如此,艾伦·伍德深信,“神恩”必须被

看作康德伦理学中除了“自由”“不朽”与“上帝”之外的第四个公设⑥。
如此,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在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实践-自由-本质”的“三位一体”框架下,康德以一

套严密体系克服了亚里士多德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并且把以道德实践为核心的实践哲学发展到了更为成

熟的形态。然而,以道德实践为核心的观念似乎也把实践哲学带上了绝路,并且最终因为上帝的出场,即便

不至于使作为自发性活动的实践观念遭到彻底的否定,也不可避免地会为之带来难以回应的质疑。接下来,
我们将考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看他如何突破这一发展瓶颈,并因此实现了实践哲学的一次重大变革。

三 马克思的变革

谈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必须要考虑他的道德批判思想,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与传统实践哲学,尤其是

康德道德哲学之间的思想联系———所幸,这种联系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赵敦华、俞吾金、王
南湜等学者都十分重视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⑦。有学者甚至提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实践概念”,
“正是借助对康德道德思想的分析这一重要环节,马克思才为道德找到真正的存在论基础,也正是借助这一

新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视野,马克思才进一步推进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现象及其背后机制的观察、剖析和批

判”⑧。判断这一评价是否恰当并非本文的主旨,但它足以表明,马克思以“劳动”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传统

以“道德”为中心的实践哲学或许并不像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不甚相干,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克思的道德批判。马克思没有把道德现象当作一个专门的(更不是最重要的)主题来加以研究,因为

在他看来,道德现象根植于现实的社会历史之中,对这一根源的揭示与批判远比对道德批判本身来得重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关心道德问题,相反,他的道德批判思想十分深刻。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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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2页(6:36-37)。康德用“动机次序的颠倒”
和“根本恶”的观念来解释道德归责问题(即人自身何以是道德上恶的行动的原因,并且要为之负有罪责)。对康德伦理学最为常见的一种误

解,就是以为康德把人的自然欲求或偏好看作恶行的原因,这也是他遭遇最多最狠的批评的地方,以至于在许多人眼中,康德即便不是一个

禁欲主义者,也至少是一个不通人情的家伙。导致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粗暴解读,以及学界长期以来对《纯然

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忽视。事实上,《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目标是要追寻道德行动的道德性来源,并且最终锁定了实践理性的自我立

法,否定了偏好或偏好的对象具有充当这一来源的资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偏好或偏好的对象就是不道德行动的恶性来源。正如帕通

(Paton)所指出的:“这两种动机是否能够出现在同一个道德行动之中,以及其中一种动机是否能够支持另一种动机……根本没有在《奠基》
中得到讨论。”参见:H J Paton TheMoralLaworKant􀆶sGroundworkoftheMetaphysicofMorals NY Hutchinson􀆶sUniversityLi-
brary 1948  19。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也从没有反对人可以出自偏好而行动,他只是要求我们必须同时出自义务而行动。直

到《纯然理性界限的宗教》中,康德才正面处理了恶性的来源与道德规则问题,并且提出了“动机次序的颠倒”与“根本恶”的观念。在康德看

来,人对自然事物的感性偏好本身非但不是恶,反而还出自一种善的禀赋。事实上,惟有当偏好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相冲突时,人蓄意地选

择把前者置于后者之上,依据偏好行事,而不是依据道德行事,才导致了道德上恶的行动。
刘凤娟《康德论人性中的善恶共居》,《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30页。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注释本)》,第23页(6:37)。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第106-107(5:113-114)、114-123页(5:122-132)。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注释本)》,第106页(6:118)。

AllenWood Kant􀆶sMoralReligion Ithaca CornellUniversityPress 1970  248 
赵敦华《马克思哲学要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9-221页;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68页;王
南湜《重提一桩学术公案:“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5期,第12页。
吴辉《论马克思和涂尔干对康德道德思想批判性阐释的范式差异》,《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21页。



德意识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把它看作是历史性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在根本上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例

如,他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无产者)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

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①再如,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批判孔德派说:“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

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②而且,在许多地方,马克思都把道德意识看作社会进步的阻力,有学者甚至认

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即使在道德意识成为革命性的地方,它的内容仍然由它所认可的阶级利益决定”③。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道德意识终究只是特定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意识形态,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理性独立

于自然的先验立法。因此,即便道德意识无需遭到彻底的否定,实践哲学的触角也必须延伸至更为基础的领

域,“道德批判作为一种价值不能被由反映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的历史批判所替代”④,这就决定了马

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再是“道德中心的”。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康德来说,真正的实践是道德实践、纯粹理性的实践;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则应

当是劳动实践、感性的实践。这一分歧是如此鲜明,以至于极易使人忽略它们在本质上的同一性,甚至可能

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纯然技术实践的哲学。然而,正如前文所言,亚里士多德-康德式的实践哲学

之所以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严格说来,并不是因为道德实践是“道德的”,而是因为它是“以自身为目的

的”———这才是“实践”概念的本质内涵。因此,当马克思把道德现象解构为历史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道德

意识也就不再表现为无条件的命令式,道德活动也就不再表现为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既然生产关系本身

就是生产性的劳动实践的产物,那么,道德现象的根源也就只能到后者中去寻找。但是,马克思指出,劳动活

动不止是“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更是人的“类生活”本身,作为有意识的存在者,人把“自己同自

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把它“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⑤。对此,有学者解释说:“人的生产活

动是人遵循其自由意志而进行的自主的、多样的和普遍的活动。”⑥这个解释固然是正确的,也确实表达出了

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的一个本质性区别,但没有完全脱离“手段-目的”的解释,并且似乎忽视了根据马克思

的说法,劳动活动(作为人类存在者的生命活动)在把自己变成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中,展现出了一个直接的、
以自身为目的的层面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活动不仅是技术实践的,它同时也是纯粹实践的,并且适

于充当实践哲学的对象。
马克思的自由观。康德把自由看作独立于自然法则的因果性⑧,并因此把自由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

马克思当然不承认这种先验的自由,但他至少在这一点上与康德是一致的,即把自由看作实践活动的属

性———尽管不是道德实践的、而是劳动实践的———并且认为这是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劳动实

践以自然为对象,“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

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⑨。然而,倘若据此认为,马克思只是在讨论实践的自由,或者(像有的学者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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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215页。
艾伦·W.伍德《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马克思关于道德的思想》,张娜、林进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5期,第11页。
吴家华、施钰《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悖论”及其消解》,《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9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汪信、柳丹飞《马克思的类概念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第46页。作者还具体指出:“虽然人的生产活动最初也是为了肉体生

存,但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并没有完全受制于这种自然需要,而是能够将这种需要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由此自由地控制这种

需要。”“不同于动物千篇一律的生产,人的生产是充满个性的多样化生产,每个生产者的个性都将在其自由选择的活动对象、活动方式和活

动领域等方面得到体现。”“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质就在于人能够有意识地突破这一自然局限,实现由被物种属性所决定到自我决定的飞

跃。”根据这些描述,人在把自然需求当作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时,在自由地为自己的生产活动设定对象或目的时,这些对象和目的对于人的意

志和意识来说依旧是外在的。换句话说,在这些解释中,生产活动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而是以自身以外的别的东西为目的的活动,
从而是技术实践的,而非纯粹实践的。
相反,唯有在异化劳动下,劳动活动作为“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才会导致人的类生活与个人生

活的分裂,使前者彻底沦为后者的手段。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5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第69页(4:446)。康德指出:“意志是有生命的存在者就其理性而言的一种因果性,而自由则是这种

因果性能够不依赖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的那种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8页。



的)自然法则统治之下的选择自由,甚至把选择的自由看作“人类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①,这即便不是彻底

的误解,至少也是片面的理解。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言,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活动并不仅仅是自身以外的其他

目的的手段,它同时也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从而直接地表达了人类存在者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

那里,自由与自然也根本不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劳动实践直接地把人与自然联结成一个统一体。康德认

为,人类理性在劳动中的应用依赖于自然材料的先行给予,并且因此是有条件的。但是,马克思认为,自然固

然是劳动的可能性条件,但劳动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能动的外化”②。也就是说,劳动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活

动)把自身固定在劳动产品中③,并且以此“再生产整个自然界”④。马克思把自然界说成是“人的无机的身

体”⑤,因此,自然与自由之间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制约关系,而是以劳动实践为中介的相互制约、彼此统一的

关系。
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前文的分析表明,马克思把劳动实践看作人的本质。但是这个出自《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同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的定义似乎存在冲突。众所周知,马克

思在《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然而,这种冲突只是表面上

的。有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提纲》定义中的“现实性”,其实是对“抽象谈论‘人的本质’问题的做法的拒

斥”,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总和(ensemble)”原本是指“戏剧团和歌剧团全体成员及其合演、合唱意

义上的总和”⑦,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是要表明,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人通过劳动实践,在自己个人的社会生活

舞台上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人的本质必须被看作“由人的

活动创造出来的与将人看作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存在物”⑧。因此,我们至多只能说,《手稿》的分析偏重于

(但绝不仅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纲》的定义则偏重于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本质

之自我实现的最大阻碍来自于雇佣关系所导致的异化,即“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

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⑨,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发展到了极致。因此,在马克思

看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能乞灵于上帝,而是必须通过消灭劳动异化的社会性根源来实现。
总的来说,相比亚里士多德-康德式的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有这样几项重要的变革:(1)从以

“道德”为中心到以“劳动”为中心的变革;(2)揭示出劳动实践中“以自身为目的”的层面,实现了纯粹实践与

技术实践直接的、而非间接的对立统一;(3)以第(2)点为基础,经由实践与自由的同一,在自由观上实现了自

由与自然直接的、而非间接的对立统一;(4)历史性地探索人的本质之自我实现的实践路径,彻底扬弃对上帝

的需要。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看到那个由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实践-自

由-本质”的“三位一体”框架,这个框架使得种种看似互不相容的学说表现出了基本的同一性。当然,本文

的任务只是初步揭示出这一框架,并且在许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显得十分粗糙。囿于篇幅限制,无论是对更

多类型的实践哲学的考察,还是对特定学说的详细分析,都只能放到其他论文中再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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